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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 非 久 远 的 往 事
——《我与高考改革同行》征文

李全柱

我是1966届高三毕业生，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才上了大学，并有幸从事了教育统计测量与评价的研究，而这个方向恰恰与高考命题计分有密切联系，由此我与高考结下缘分。
我国的高考改革起始改革开放，恢复高考只是恢复了文革前的模式。
高考改革涉及政策、体制、方法等各方面，而考试内容、命题计分方面的改革特别引我关注。
1977年，按照国家要求河北省自主命题，政治、数学、语文、理化或史地四张卷，每卷100分，共计400分。各省大同小异，试卷基本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传统方式。
    1978年开始使用国家统一试卷，科目简称文6理7，即除政治、语文、数学、外语，文科还考历史、地理，理科还考物理、化学、生物，计分不断变化，到1985年考试科目中的语文、数学满分为120分，政治、外语、历史、地理或物理、化学均100分，生物满分为50分。至此，文理科640分满分，农医类690分，这一模式持续了16年直到1993年。
    高考的改革起始于1985年《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，而这又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。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多出人才，出好人才。
针对恢复高考几年后传统高考存在的问题，国家开始酝酿减少考试科目，高中毕业考试和大学招生考试分离的问题，同时也开始关注考试的科学性公平性问题。
1982年美籍华人教授来华讲授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，受教育部委托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负责接待和组织。来自全国70多人听后不甚满意，殊不知这套理论很快就被有心人应用于中国的教学与考试设计中，也就是现在广泛应用的教育和考试的目标分类理论。我也第一次知道教育目标可以按照记忆、理解、应用、分析、综合、评价六个层次逐步提高要求。该理论也为如何科学设计试卷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。
1987年我一篇“题目难度预测”的论文被全国教育统计测量学会选中，并有幸经常了解国内外先进的考试理论和技术，诸如包含效度、信度、难度、区分度指标的标准化考试。也就是同一时间，还和省教科所的两位专家合作编写了《教育评价百问》等书籍，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，我侧重评价方法部分内容的编写，目的在于普及相关理论。
1989年 国家教委提出逐步实现高考标准化的要求。
标准化考试，涉及许多环节，如命题、实施考试、评卷、报考分数、统计分析等都要做到标准化，而不单纯是命题的选择题形式。比如，不断增加试卷的长度和分值意在于提高试卷的信度，题太少偶然性太强，信度低。
1989年河北省首次在英语学科试行标准化考试。增加了客观题型，选择题型的答题卡的机器阅卷应运而生。到1994年，实行新的考试科目即“3+2方案”时，每种试卷都有一定比例的客观题，使用光电阅读器评卷。
    按照标准化的要求要用标准分报告考生成绩，起因于各科原始分数的平均分和标准差不同、分布不同、没有可加性。广东省率先使用，河北省感觉社会不易接受一直没有采用。但是，1991年河北省积极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作文阅卷的“分项分等评分法”的试验”，获得了成功并取得了经验，克服了传统作文评卷主观性大、标准难以掌握的问题，该项成果在1992年11月第四届全国考试研讨会上获得国家教委考试中心颁发的二等奖（此类无一等奖）的嘉奖。自己当时无缘此项试验，但很赞赏获得的成绩。
    1992年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正式成立，我于年底从河北师大来到考试院参与会考的准备，并努力宣传科学的试卷设计理论，尽力应用于实践中，因此与高考改革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。
按照国家教委要求河北省从1992年开始实行会考，为高考科目改革做准备。虽然起步较晚，但是准备工作很充分，使得后面的改革没有出现大的反复。 
主管高考会考的副院长张德普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《拓宽我国高中会考功能的思考与初步探索》一文在《中国考试》杂志1993年第4期刊出。文中强调“如何把握好会考与高考联系的‘度’，是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中的有意义的课题”，文章借鉴香港新加坡会考的经验，讲述了河北省出台的政策，包括会考全部合格作为高考报名资格以及艺术生、保送生的相关规定。
1994年河北省开始实行会考后的3+2高考，语文、数学、外语以及文科的历史、地理和理科的或物理、化学都是150分，750分满分，这一方案持续了8年直到2001年。
1997年高中会考交教育厅中考中心负责。我的工作也发生了变化，负责编辑《河北招生考试报》，在宣传招生考试政策信息的同时又感受了3+2向3+X的高考科目改革。
    实行会考制度并没有对缓解高考压力产生明显的效果，还引发生物、地理学科的学者对取消科目高考的坚决反对。为推进素质教育，1999年教育部决定实施新一轮高考改革，试卷将依据中学教学大纲，但不拘泥于教学大纲，在考查学科能力的同时，注意考查跨学科的综合能力和学科知识渗透的能力。这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重大突破。
    为探求综合能力的测试，1998年，教育部在河北等五省进行了“综合能力测试”，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，一是为保送生增加测试开了先例，二是为后面推行的综合测试积累了经验。
2002年河北省开始实行3+X（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），前三科各150分，综合试卷300分，满分750分。
3+X方案、河北省的3+综合方案，英语逐步增加了听力测试，综合试卷的设置重在考察学生理解、掌握和运用中学所学知识的能力。相比3+2方案，3+综合方案使学生的偏科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。
2001年11月考试专业委员会组织江苏、浙江、湖北、安徽、河北等地的专家经过几年的努力编写的《中小学素质教育考试的理论与方法》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，我参与了部分章节的撰写。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肯定说“本书的出版，对于在考试工作中贯彻邓小平理论，宣传考试科学，克服考试中的不科学及滥用考试的现象，从而在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，都会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。”
2003年，为避开7月酷暑和极端天气，国家将高考提前到6月进行，恰逢遇到“非典”的干扰，从中央到地方团结协作、采取一系列措施，使得高考圆满完成。
2003年，北大、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%的自主招生权。2006年，在北京上海两地试行高考自主命题后，很多省考试独立命题，高考考场上出现了15个版本的高考试卷。河北省清楚自己的实力和水平，始终坚持使用国家命题的试卷，因为命题涉及太多的问题，承担着非同寻常的压力，若要保证年年稳定不出问题是相当困难的。近些年，有些自己命题的省份又返回使用国家试卷说明了我省决心的正确。
就在这一年我到招生考试研究会担任秘书长。从此每年高考后，我们都组织专家、一线教师、阅卷组长共同研讨当年的试卷和考生应答情况，对各方都很有帮助；还积极鼓励大家学习理论、科研探索，并把成果汇集交流、评审奖励，浓厚了科研气氛，促进了工作进展。自己《衡量高考改革要用三把尺》等文章也曾被《光明日报》刊登。
特别是2007年，我与众多参与改革的老领导和亲历者一起编写了《河北高考30年》一书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。半年时间，50万字，400多幅图片，而有些资料，连省档案馆都没有。天气反常炎热，心也焦急，身体屡屡亮红灯险些顶不住。但是在院领导的强力支持和参编同仁的共同努力下，终于在约定时间成功出版。那年10月12日，是恢复高考文件颁发的30周年纪念日，我和大家看到样书都很兴奋。此时，我作为主撰稿人如同长跑到了终点，全身近乎瘫痪。领导坚持在编后话中写上 “从筹划资料搜集到撰稿、修改、联系出版耗费了大量精力。”
原国家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先生在序言中认定这是“第一部以省为单位总结高考30年历史的书”，因为其他省市大都是文件汇编加领导讲话。杨先生还强调了“其独到之处：既有纵观历史的高考大事记，又有围绕某项改革的专题叙述；既有全国改革的大背景，又有河北省自己的改革步伐；既有文字叙述，又有数据图表，还有图片资料；特别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实，为中国高考制度的演进和发展提供了生动具体的佐证，为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”
从研究教育统计测量评价开始，我陪同高考改革一直走到了退休。几十年弹指一挥间，还真不算很久远。
如今，又一个10年即将过去，新的改革将进入深水区。我们决不能否定前面的改革成果，因为她经历了上上下下几十年的探索实验；也不能止步不前，因为她确实需要与时俱进、不断完善。据悉，河北省自2018年秋季入学的高一新生开始，全面启动高考综合改革，到2021年考试科目将是语数外和6选3组合，基本形成具有河北特色的分类考试、综合评价、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，衷心期待改革的成功！
同时希望能改进考试成绩报告的内容，不止限于各科分数，若能增加分项报告一定会受到考生们的欢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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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（作者退休前系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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